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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项羌内迁及其社会经济

第一节　　　　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一、早期党项羌的分布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族为我国古代西北羌族的一支，大致在

公元 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就已登上历史舞台。《旧唐书 党项羌

传》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

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

始强。”此外，《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都

作了大体一致的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

也”，这段文字很重要，一是说明了党项羌的族源为“汉西羌之

二是别种”， 指出了早期党项的居地。

《后汉书 西羌传》云：“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

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这一地区曾是西

羌的主要居地。汉代西羌曾大量内迁到河陇及关中一带，而留居

在原地的广大羌族，西晋末年被鲜卑吐谷浑所统治，党项羌就是

吐谷浑统治下羌族的一支。

在吐谷浑的东部 宕昌（中心在，有两个羌族建立的政权——

今甘肃宕昌）与邓至（中心在今四川南坪），它们也一度臣属于

吐谷浑。 公元 年，西魏将吐谷浑势力逐出邓至，邓至亡。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 页。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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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保定四年（ ，北周灭宕昌。邓至、宕昌与党项同宗同

源，它们灭亡后一部分融于党项，加之吐谷浑势力的退缩，党项

羌遂强大起来，故史载“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

或以为宕昌为党项之音转，实际上宕昌融于党项之中，成为后来

党项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隋书 党项传》指出的，“其种有宕

昌、白狼”。

早期党项羌分布较广，《隋书 党项传》说：“东接临洮（今

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

山谷间。”《旧唐书 党项传》则进一步指出：“其界东至松州（今

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

山谷间，亘三千里。”

《隋 女国传》载：“女国在葱岭之南⋯⋯数与天竺及党项书

战争。”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此女国为西女国，似乎党项势力

一度深入到黄河河曲以西数千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样才有可能

与葱岭之南的女国发生战争。 早期党项势力虽一度深入到河曲

以西的广大地区，但其活动中心则维持在河曲至松潘一带。

一般认为党项名称为中原汉族对其的称谓。北方突厥则称其

为“唐古特” ，立于唐开元二 的突厥文十三年（

“毗伽可汗碑”就可以证明。 唐古特（唐古）应为党项的异译，

也即北方民族沿用了内地汉族对党项的称呼。 吐蕃称党项为

①黄河河曲及其以西数千里分 《附国布着为数众多的羌族部落，《隋书》卷

传》曰：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

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

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

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党项崛起后，它们中的一部分与宕昌、邓至一样，

融于党项之中。

年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 版， 页 。第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 年版，第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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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药”，拓跋 等部内徙后，“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

属，吐蕃谓之弭药”。后来弭药又引申为对党项建立的西夏国的

称呼。

党项人亦自称“弭药”或“弥人”，《文海杂类》“番”释：

“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 歌颂党项祖先的《夏圣根

赞歌》开头几句是：“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

药国在彼方。”

二、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隋书》与《新唐书》、《旧唐书》的《党项传》均有关于早

期党项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旧唐书 党项羌传》的记述最为

详细：

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

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

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

为强族。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

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

岁。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

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男女并衣

裘褐，仍披大毡。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

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

大麦于他界，醖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

《隋书》、《新唐书》、 夏国传》作“跋”，为《旧唐书》等书作“拔”，《宋史

统一体例，除引文外，一律作“跋”。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 年版，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 。

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页。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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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为尽

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

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

羊以祭天。

这段文字大致勾勒出早期党项人社会生活的情况，反映出党项内

徙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阶段，男子的劳动在社会上起

决定作用，成为氏族部落的主要成员，妇女则降到从属地位，并

在收继婚制下，被当做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

的男性及其子弟加以继承。

促使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父权制家庭形成的原因是私有财产

的积累与战争掠夺。虽然早期党项羌地处高寒，土无五谷，但畜

牧业较为发达，剩余产品与对外贸易开始出现，“求大麦于他界，

隋炀帝西巡狄道（今醖以为酒”。隋大业五年（ 甘肃临洮）

时，党项前 ；唐高祖武德二年（来进贡 十一月，党方物

；项与吐谷浑并遣使朝贡 武德九年（ 又遣使朝 朝贡贡。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换。

有了剩余产品和畜群，必 私有然会带来崭新的社会关系

制的萌芽。一方面，畜群由氏族部落公有开始向部落首领私有演

变；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这些大大小小部落首领的贪欲，对外掠

夺已不可避免。因而，在封建史家眼中，早期党项是“不事产

业， 。“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为丞好为盗窃，互相凌劫”

相时 。唐高祖武德年间（，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

《隋书》卷 《炀帝纪上》。

《册府元龟》 朝贡三》。卷 《外臣部

《旧唐书》卷 《太宗纪》。

《旧唐书）卷 《党项羌传》。

《党项传《隋书》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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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寇略十分频繁：武德三年（ ，党项、吐谷浑寇松

五年八月，党项、吐谷浑寇洮、岷 六年五月，州； 吐二州；

谷浑、党项寇河州（今甘肃临夏）； 七年四月寇松州，七月再

寇松州，十月寇叠州，陷合州；八年四月寇渭州（今甘肃陇西）；

九年三月与吐谷浑寇岷州，五月寇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又与

吐谷浑寇河州。 当然，党项寇边不完全是其内部阶级分化的缘

故，也包括隋唐统治者民族压迫引起的反抗。

上述可见，党项羌人内徙前，正处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

渡阶段，即父系家长制基础上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即使没有后来

的大迁徙，也会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

第二节　　　　党项羌的大迁徙

一、第一次大迁徙

世纪初，李唐王朝公元 建立不久，旋即扫平群雄，混一海

内 ，纷纷内，“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

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附。贞观三年（ 内附，大受优待，

在其居地设轨州，授步赖为刺史。其他部落闻风而动，“诸姓酋

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

崌、奉、岩、远四州 年又“诏遣使，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

。至此，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只有拓跋

《旧 《窦威附轨传》。唐书》卷

《 《柴绍传》及《资治通鉴》卷旧唐书》卷

《高《新唐书》卷 祖纪》。

《资治通鉴》卷

⑤ 《吐蕃传》。杜佑：《通典》卷

《《旧唐书》卷 党项羌传》。

《唐会要》卷 《党项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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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首领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通婚，结成抗唐联盟。贞观八年

，在唐王朝的强大压力下，拓跋部内部发生分化，拓跋赤

辞遂与从子拓跋思头内属，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

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于是自河首

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 。

党项内附前后，吐蕃奴隶主政权从青藏高原崛起，不断向外

扩张，贞观十二年（ “进破党项、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

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接着又攻松州，败

都督韩威，党项首领“ 。贞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

观十五年（ 太宗答应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联姻，唐蕃矛

盾暂时缓和，但吐蕃争夺松茂，打通进兵西域道路的问题并没有

解决。在吐蕃政权的强大压力下，党项诸部陆续从甘、青、川三

省毗连的高原草地迁往西北陇右地区。

党项羌的内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的是唐朝同意或组

织的迁徙，有的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迁徙，其中规模较大的是

贞观以后拓跋 党项羌传》曰“：其后吐蕃强诸部的迁徙。《旧唐书

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

处之。”两唐书没有记载内迁的具体时间，或以为在开元年间，或以

为在贞观年间。这里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拓跋部在吐蕃的逼

迫下内迁，二是内迁是经唐朝同意并有组织进行的。

）吐如前所述，贞观十二年（ 蕃兵临松州，给唐朝与拓跋部

带来 年文成公主入藏联了极大的威胁，但后来唐蕃达成妥协，

《《新唐书》卷 党项传》。

唐《资治通鉴》卷 太宗贞观十二年。

③有关党项内迁，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 年版；史卫民秦出版社

《党项拓跋部的迁徙及其与唐五代诸 年增王朝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

刊；汤开建《隋唐党项部落的迁徙》 年，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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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双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直到唐太宗与松赞干布去世。

此外，李世民羁縻党项，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

李，目的是为了遏制吐蕃势力，当时唐蕃斗争还未见分晓，唐朝

不会轻易把拓跋等部迁走。贞观末，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

吐蕃势力再度向北扩 前后，“吐张， 蕃尽据羊至永隆元年（

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临天竺，西

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 。为了保存实力，党项拓跋

等部在唐朝同意下，有组织地迁到陇右庆州等地。

《资治通鉴》也把拓跋等部的内徙定在贞观以后，“贞观以

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

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野

利氏 。这次党项部落内迁的规模较大，除拓跋部部落” 外，还

有野利、把利、破丑等部。

贞观以后在党项羌大迁徙的浪潮中，还有许多有组织或无组

织的迁徙。《新唐书 地理志》：“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

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旧唐书 党项羌传》称：

“其（指党项）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

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

二、第二次大迁徙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尽撤河西戍军人卫京师，吐蕃乘虚

攻占河西陇右数十州之地，随后又进据关中，经常与党项羌联合

起来寇掠，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为了阻断吐蕃与党项的

《资治通鉴》卷 高宗永隆元年。

肃宗乾元元年。《资治通鉴》卷

党项羌传》“：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旧唐书》卷 ”

④汤开建先生考证，天授三年内附党项当为万余口，见《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

迁徙》，载《西夏文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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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以防止酿成更大的边患，唐朝边帅郭子仪等将散处在盐、

庆等地的党项分三支迁往他处。

一是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新唐书 党项

传》载：“（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

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

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

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赍，使

还绥其部。”这些迁往银州之北、夏州之东的党项部落就是后来

著名“平夏部”的前身。

二是迁往灵州。郭子仪表徙静边州都督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

北，夏州之东的同时，“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

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

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

。据《新朝” 唐书 地理志》上述 州均隶属灵州都督府，显

然是将庆州破丑、野利、把利、拓跋等部迁往灵州后设置的。

党项传》在拓跋乞三是迁往延、绥二州。《新唐书 梅皆入朝

的后面，又记述“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

延州”。他们成为后来“南山党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

横山地区野利家族与府州折氏的前身。至于留在庆州的党项，后
，

来形成了著名的“东山部”。。

《党项传》。《新唐书》卷

《 宣宗大中五年胡三省注：“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居资治通鉴》卷

夏州者，号平夏部；其窜居南山者，为南山党项。赵珣《聚米图经》：‘党项部落在

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

项’。”宋初，曾任延州节度判官宋琪上言：“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

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

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

多土 《宋琪传》）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宋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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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内徙党项羌的社会经济

一、牧农业及手工业

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

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尤其在生产发展

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银

夏之北雨量稀少，除茫茫沙海外，地面多生牧草，活跃在上述地

区的内迁党项，长期以游牧为生，甚至西夏建国后依然如此。

《文苑英华》 《夏平》载：“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卷

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

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陇右庆州及横山山界，

山岳绵亘，水草丰茂，羌夷种落散处其间，“戎夏杂居”，生活在

这一地区的党项羌部落，有固定的活动区域，过着定居半定居畜

牧生活，后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逐渐学会了农耕。

为了巩固沿边屏障，唐朝一贯重视列为“编户”蕃戎的农业

生产，河曲六州突厥“自服王化，列为编 ，安其耕凿，积年有

，唐朝镇压了兰。开元九年（序” 、池州突厥康待宾的反

抗，将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迁往许、汝、唐、邓等州，党项羌

随之徙居河曲，继承了六州胡留下的农田设施。

，吐蕃、党项开元八年（ 等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唐玄宗

敕关内、河东、河西入朝新降蕃酋曰：“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

所，递 大中五年（ ，南相勉谕，以悉朕意。” 山党项迫于

饥寒， 。由此奋起反抗，唐政府即“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

《册 备御五》。府元龟》卷 《外臣部

《赐入朝《唐大诏令集》卷 新降蕃酋敕》。

《资治通鉴 宣宗大中五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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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至迟中唐以后，在唐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下，一部分党项人

开始学会了农耕。当然，这部分党项羌的人数不多，党项羌大量

转向农耕生活，是李继迁祖孙三代占据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以后

的事了。

文献没有记载内徙党项羌手工业情况，但可以想见，以制作

毡毯和纺织毛褐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比较普遍，因为除居住城镇的

贵族外，住毡帐，衣裘褐，仍是普通党项人的生活习俗。直到西

夏建国前夕，开国皇帝元昊还明确指出：“衣皮毛，事畜牧，蕃

性所便。”

酿酒是党项人又一传统手工业，早在青藏高原就开始“求大

。内徙后对外交流的发展与农麦于他界，醖以为酒” 耕生活的

出现，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宋人庄绰指出：“关右塞上

有黄羊无角，色类獐麂，人取其皮以为衾褥。又夷人 酒，以造

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

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 杜甫诗中的芦酒，当为包括党

项羌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酿制的酒，这种酒多饮才醉，度数较

低。

总之，内迁党项手工业生产比较原始，且多为围绕畜牧业的

副业，至于冶金、锻造、砖瓦、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生产

部门，主要是西夏建国后才发展起来的。

二、商业交换

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与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

交换是不可缺少的了。 唐朝“禁商贾以牛、从贞元三年（

① 《 《夏国传上》。宋史》卷

（党《旧唐书》卷 项羌传》。

（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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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的禁令来看 ，在中唐或更早，党项

羌对外商业贸易业已发生，及至唐末五代，这种贸易日趋繁盛，

特别是党项马成为当时驰名的商品。

内徙党项对外交换大致有贡使贸易、榷场贸易与民间和市三

种形式。贡使贸易是以进贡马、驼为名，实为换取中原王朝银、

绢及其他赏赐品的一种贸易。从现有材料来看，这种贸易在后唐

时期最为频繁。

表 五代党项贡奉一览表

《党项羌传》《旧唐书》卷 。

元稹： 《估客乐》：“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元氏长庆集》卷

西擒吐蕃鹦。”可见党项马与沧海珠、荆衡玉、吐蕃鹦一样，为当时的驰项马， 名商

品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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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可见，五代时特别是后唐庄宗时，党项与中原的贡使贸

易相当频繁，每年多达三四起，天成四年（ ，后唐庄宗御中

兴殿，阅蕃部进马，枢密使安重诲奏曰：“吐浑、党项近日相次

进马，皆给还马直，对见之时，别赐锦綵，计其所费，不啻倍

价，渐成损耗，不如止绝。”庄宗曰：“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

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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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止。”自是蕃部羊马不绝于道。 著名诗人白居易写道：“城盐

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

黄耆 此诗正是这种贡使贸易的生动写照。贱。”

榷场贸易，即由中原王朝在沿边置场，进行大规模货物交

易。后唐明宗鉴于“党项皆诣阙，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直酬

之，加以馆穀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

之” ，按，此为，乃“诏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直至阙下”

党项羌对外榷场贸易之始，它表明内徙党项羌对外贸易已发展到

一个崭新的阶段。

民间互市，即与沿边汉族人民之间的商品交流，它是党项羌

人进入内地后，对外发生最早也最普遍的一种贸易，有的有固定

的时间与地点，有的则不固定，往往以汉族商贾入其部落贸易的

形式出现。

内徙党项羌对外贸易有其明显的时代特点，一是除生活日用

品外，兵器甲胄的交换占有突出的地位。史载，党项俗尚武力，

“然器械钝 。尽管，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

唐王朝屡屡下令禁绝兵器贸易，但商人为牟取厚利，往往以各种

手段走私出 。实际上兵器贸易从境；或边臣因循，“却不遵守”

来没有禁绝过。

《帝王《册府元龟》卷 部 来远》。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 《新乐府》。

《资治通鉴》卷 明宗 《党项羌》“：自上御极天成四年。《五代会要》卷

已来，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卖马，常赐食于禁庭，醉则连袂歌其土风。凡将到马，无

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直以给之，然计其馆给赐赍，每年不下五、六十万

贯。大臣以为耗蠹中原，无甚于此，因降敕止之。虽有是命，竟不能行。”《册府元

龟》的记载稍异。

《册府元龟》卷 《卿监部 监牧》。

《新唐书》卷 《党项传》。

《唐大诏令集》卷 《平党项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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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唐末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沿边将帅与奸商上下齐手，

对党项羌的贸易带有很大的掠夺性。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边

将“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

苦之” 。著名诗人元稹也指出：“河朔之间，丰有水草，内附诸

夷，多以畜牧为事。吏二千石已上，皆（弗）能拊循，竞致侵

削，藉其蹄角齿毛之异，廉者半价而买，贪者豪夺。”

三是商品交换为中原王朝对党项羌进行羁縻统治的一项重要

内容。后唐庄宗即位后，“欲来远人，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尝赐

酒食于禁庭，醉则连袂歌土风以出。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

进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及计其馆穀锡赍，所费不可胜 ” 。

每年花费如此之巨，并且无论良驽一律收买，显然不仅仅是为了

买马。同时禁断贸易也是制服党项羌的一种重要手段。后周显德

二年（ ，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因折德扆也升为节度使，和其并

列，心中不平，“寒路不通周使”。世宗认为：“夏州惟产羊马，

贸易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

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 。

三、结语

党项羌内徙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人文及自然

地理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上得地理之优。党项在甘、青、川三省毗连的草

原上，地势高寒，土无五谷，与外界来往很少，而后来迁居的西

《崔慎由附父从《党项羌传》。《旧唐书》卷《旧唐书》卷 传》：长庆

二 ）崔从检校礼部尚书、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使，“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年（

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像崔从这样仅是个别。

《 《授王元琬银州刺史制》。全唐文》卷

《卿监部 监《册府元龟》卷 牧》。

《资治通鉴》卷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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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则大不相同，从畜牧业的角度来讲，这里水草肥美，牧场

辽阔，自古以来是众多游牧民族和游牧部族活动的场所。从农业

方面来说，这一地区也宜于农作物的耕种。秦汉王朝曾在这里大

规模屯垦实边；盛唐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河曲之地设立六胡

州，大批突厥人被“列为编甿”后，“安其耕凿，积年有序”。至

于南山党项所在的山界，则有无定、大理等河水灌溉，这一切都

为党项羌人逐渐学会农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商业贸易方

面来看，党项羌人徙居的鄂尔多斯南缘及河套地区，在地理位置

上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结处，既是中原通往西

北的交通枢纽，又是少数民族同中原贸易的要道。因此，党项羌

人徙居后，对外贸易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不仅交易本民族出产的

马、牛、羊、驼，而且大做青白盐、茶叶等商品的转手贸易，出

现了一批专以贸易为生的党项商人。这种转手贸易甚至做到唐朝

与吐蕃 载：贞元三年（ 七的交易上。《资治通鉴》卷

月，唐德宗与李泌讨论戍卒给养问题，李泌说：“今吐蕃久居原、

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

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

德宗善其策，“即命行之”。回鹘从唐朝手中换取的马价绢，有时

也转手卖给党项。

其次，受先进的汉族文明的影响。党项羌内迁后定居的地

区，原来都是汉族人民长期过着封建社会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

的所在，党项羌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后，这些先进的汉文明对他

们在新环境中进行生产劳动是极为有利的，诸如先进的生产技

术、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器的使用，河渠灌溉设施等等，对于党项

（唐）李德裕：《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 《论太原及振武军镇及退浑、党

项等部落互市牛马骆驼等状》载：“缘回鹘新得马价绢，访闻塞上军人及诸蕃部落，

苟利货财，不惜驼马，必恐充为互市，招诱外蕃，岂惟资助虏兵，实亦减耗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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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

此，内迁定居和半定居下来的党项羌人，不仅在畜牧业方面显示

出广阔的前景，而且还逐渐学会了农作物的耕种，特别是缘边蕃

汉杂居地区，受汉文明的影响更为直接。

再次，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党项羌历史上有两次大

规模的迁徙，一次是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迁往陇右庆州，一次是从

陇右庆州迁往银夏与延绥等地。虽然两次迁徙的背景不同，安置

方法也不一样，但就客观效果来看是相同的，即两次迁徙都是把

党项人从发生战乱的地方迁走。尽管经过迁徙之后，原有的人

口、牲畜、财物必定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但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

环境下致力于生产，繁殖人口，比经常处于战争和奴役的威胁

下，终日民不聊生，毕竟得多失少。特别是拓跋等部迁到银夏地

区后，经过一段较为安定的发展，出现了“部落繁富，时远近商

贾赍缯货入贸羊马” ，从而走上了建立西夏王国的道的局面

路。

此外，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给

他们授以闲田，鼓励从事定居的农牧业；除禁断兵器贸易外，允

许其他生活日用品的自由贸易；一度挑选宽明练达、熟于边事的

官员为边帅，这些也都有利于内徙党项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夏州拓跋政权及其奴隶制与

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形态

党项羌内徙后，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社

会实体。但随着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种社会实体已非内

参见史卫民：《党项拓跋部的迁移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载白滨编

《西夏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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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而是在氏族外衣下具有明显

的阶级压迫性质，这在夏州拓跋氏、府州折氏等强宗大姓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

天宝末年平夏拓跋部首领因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

其裔孙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 。 年初，公元

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僖宗仓皇出逃成都。是年三月，唐政府以

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诏令各地蕃汉将士“赴难”。宥

州刺史拓跋思恭因率蕃汉兵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

为夏州节度使（后更号定难军节度使），赐皇姓李，封夏国公，

统辖银、夏、绥、宥四州之地，从此，夏州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

的地方藩镇。

政治上夏州拓跋政权从一开始就有地方与民族的两重性，较

之其他藩镇，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可世袭节镇，自行任免州县官

吏。唐末拓跋思恭卒后，其弟思谏袭位；思谏卒，思恭孙彝昌

嗣 年仁年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仁福继位；；

福死，其子彝超自袭为“留后”。后唐明宗想乘机消灭夏州拓跋

政权，下令李彝超与彰武（治延安）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并派邠

万，武装保护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 安从进赴任。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彝超率蕃、汉军民坚守夏州。夏州

城为赫连勃勃蒸土所筑，坚如铁石，唐军挖地道至城墙根，凿斩

不能入，“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山

路 。李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蒿费钱数缗，民间困竭不能供”

彝超乘机展开政治攻势，登城对安从进说：“夏州贫瘠，非有珍

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

① 《 《党项传》。新唐书》卷

《资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治通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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